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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回避与服从：1958-1960 年的无为政治 

——以县委会记录为中心 

曹树基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档案资料，揭示出无为县委在面对粮食短缺、断粮、人口死亡等事件时

的政治取向和政治行为。可以确认，无为县委对于全县的粮食产量、分配，以及人口死亡，

是知情的。然而，不仅无为县委的领导们回避死亡，省委领导也回避死亡。在危机面前，无

为县委只能也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与“落实”芜湖地委与安徽省委的指示精神。下级政

权成为上级政权之派出机构。知情、回避与服从便成为大饥荒时期县级政治特征的最好概括。 

关键词：无为县 大饥荒  政治 

一、引言 

1959-1961 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 3250 万，而安徽一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 633

万，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 18.4%，位居全国之首
1
。据新修《无为县志》，从 1958

年到 1960 年，无为县人口净减少了约 25 万。排除外迁人口并考虑 1959 年超过正常死亡人

口的出生人口，无为县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 24.5 万，占灾前全县总人口的 25.8%。
2
 

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大县发生了人口多达数十万的大死亡，作为本地最高领导层的中共无

为县委员会究竟是如何措置的，就成为一个问题。本文利用无为县档案馆所藏县委会纪录，

展开无为县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相关探讨。本文意在通过这一分析，把握基层政治的实际

运作。危机时代的县级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政治学命题。 

在进入正文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用于分析的无为县“县委会纪录”所涉县委

会议，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县委书记处书记会议、县委常委会会议、县委委员会议、县

委扩大会议（通常扩大至公社书记或县政府各部部长——后改为局长）、县委书记与各部长

会议、公社书记会议（可分第一书记会议、第二书记会议）、三级干部（县、区、公社）、四

级干部（+大队）或五级干部（+小队）会议等。此外，还包括一些没有正式名称的“会议”，

 
1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原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 1 期。 
2
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10 页。无为县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计算方法参见本文注 1 所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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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为县委会的主要领导人与其下属之间商议某件事情的碰头会。我相信在这些有正式

记录的会议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非正式的协商与谋划。只不过，历史研究须依据文献记载来

展开，没有记载的会议及事件，无法成为我们讨论的对象。 

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因粮食短缺而引起。有关粮食问题的讨论，便成为这一时期县委会议

讨论的主要议题。本文以粮食问题为主轴，广泛搜集档案中有关粮食的所有记载，厘清无为

县粮食的产量、征购量、外调量，以及农民的口粮安排等，据此而理解中共无为县委成员在

粮食问题上种种意见及依据。与以前各种研究相比，本文研究在县级层面上展开，有些时期，

则可能深入到县以下的层级。本文不仅讨论全县范围的粮食供应，而且考察县以下粮食供给

中的问题，讨论缺粮的准确时点及具体区域，并对相关原因进行分析。1958-1960 年无为政

治的过程与特征，也就包含其中。 

二、粮食产量、征购、外调与口粮 

1、粮食产量：真实与虚假 

在展开本节讨论之前，有必要讨论无为县历年粮食产量。本文讨论的重点主要放在

1958-1961 年间，因为，这几年的粮食产量与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密切相关。相关数据见表 1。 

表 1    1953-1964 年无为县人口与粮食产量 

年份 人口 面积（亩） 亩产（公

斤） 

总产（斤） 粮食净调出（斤） 

1953 944711 2006229 141 565474000 116870000 

1954 937550 1835419  45 165772000 -286130000 

1955 940004 2285019 209 953624000 166330000 

1956 944884 2484361  92 457598000 -40730000 

1957 982979 2248142 140 630000000 115980000 

1958 950056 2215455 158 700000000 201950000 

1959 820259 2021891 111 448304000 161000000 

1960 662557 2043695  98 400000000 118740000 

1961 686219 1898312 108 410000000 76420000 

1962 762252 1668288 135 450000000 62190000 

1963 804544 1818609 192 700000000 210330000 

1964 780625 1730887 152 526956000 112720000 

资料来源：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1993 年，第 106 页，第 130 页，第 279 页，第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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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1954 年长江大水，无为被淹，县境内大部分地区粮食绝收。国家从境外调入 2.86 亿斤

粮食，救济灾民。1955 年大丰收，与前一年的水灾有关。其他年份，暂不讨论。1958 年，

全县粮食产量 7 亿斤，有编造之嫌。多年后安徽省副省长张凯帆回忆说：“（无为县）粮食

局长找我反映，他们有两本账，一本收七亿斤，另一本十三亿斤，其实只七亿斤。”3这一

说法也不可靠。《无为县志·大事记》“1963 年条”摘引《中共安徽省监委就姚奎甲在无为

县任第一书记期间所犯错误的通知》，指出 1958 年全年粮食总产 6.2 亿斤。 

从单产数据也可以证明这一点。1958 年 11 月 21 日上午，无为县委召开常委会，讨论

粮食及相关问题。会议纪录中只有一个发言者，姓名不详，从语气推测，应当是县委第一书

记姚奎甲。姚称：“群众讲的粮食产量也很难听，一问都是二、三百斤。”
 4
表 1 记载是年粮

食亩产 158 公斤，暨 316 斤。这说明 1993 年编修新县志时整理的粮食数据，仍有可能偏高。

如果将 1958 年粮食总产定为 6.2 亿斤，则粮食亩产为 271 斤，与“群众讲的粮食产量”基

本符合。 

1958 年 11 月 28 日，无为县委开会“对粮食摸摸底”，确定产量。这天，姚奎甲在合肥，

书记处第二书记吕奋志主持会议，他定下的基调是，“原来报的产量是 16 亿斤，第二次报

15 亿斤”
 5
；吕还分别确定早稻、中稻、单晚和双晚面积及产量，与新修《无为县志》对照，

除单晚外，面积与产量皆有夸大。
6
高估的粮食总产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接下来的会议上，有两位区委书记或公社书记汇报本地的亩产与总产，以确定全县的

粮食总产量。讨论的过程冗长乏味，不予转引。吕奋志归纳：“现在有两个意见：一个意见：

单产 800 斤，总产 11.2 亿。另一个意见：单产 900 斤，总产 12.6 亿。究竟哪个切合实际，

大家讨论。”讨论其实并没有进行，会议决定听取区里的意见，以便最后确定产量。 

这天下午，各区的意见汇总起来了。各区报上来的数据与县委基本保持一致。不仅一致，

而且取了较高的一个数据，即 12.4 亿。吕奋志说：“总产量 12.4 亿斤，大家同意。”又说：

 
3  张凯帆：《张凯帆回忆录》，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347页。 
4《县委会议纪录》，1958年 11月 21 日，无为县档案馆：1‐1‐1‐1958‐096。 
5
《县委会议纪录》，1958年 11月 28 日，无为县档案馆：1‐1‐1‐1958‐096。 

6  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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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思想一致，以后不能讲另外一个数字。” 事实上，这个数据恰恰是实际产量的一倍。 

 2、粮食征购与外调 

1958 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是按照当年粮食总产量确定的。在 1958 年 11 月 21 日的县委常

委会议上，姚奎甲开口就是：“粮食征购，任务 4.08 亿斤，3.18 亿斤……31 个公社也没有

一个全部完成。51 个社算完成，但还有 2 万斤种子在里头。267 个作业区 137（个）完成。”

7
征购任务进展缓慢。 

无为县地域广大，实行的是县——区——公社三级体制。全县共有 31 个公社，由 1957

年 4 月以前的 95 个乡镇合并而来，原来的乡镇其实就是“小社”。在全部“小社”中，有

51 个算是完成了任务。2 万斤种子，播种时要还给生产队的。当时的说法叫征种子粮，是征

过头粮的一种。“作业区”即后来的生产大队。 

姚奎甲的讲话中，全县 4.08 亿斤的征购任务，远未完成。如果以超过半数的小社及作

业区基本完成征购任务这一点看，3.18 亿斤应当是已经完成的任务数。 

征购粮包括两个部分，农业税（公粮）与统购粮。其中有多少是农业税，又有多少是“统

购粮”，对于本文而言，并不重要的。相较之下，净调出无为的粮食数额才是最重要的。因

为，净调出的粮食不可能成为农民的口粮。 

表 1 记载了无为县历年粮食调运数，正值为调出，负值为调入。1958 年净调出粮食 2.02

亿斤，1959 年净调出为 1.61 亿斤。从历年征购数据的排列来看，这一系列的数据应是可信

的。例如，在 1957 年，总产 6.3 亿斤，调出 1.16 亿斤，余 5.14 亿斤。总人口 98.3 万，其

中非农人口 10 万，以每月 500 万斤供应，每年需要 0.6 亿斤，余 4.54 亿斤为农村口粮、种

子和饲料粮，人均 514 斤，折合成品粮 386 斤，扣除种子与饲料，大约每人日均 1 斤成品粮，

达到国家规定的农民口粮标准，是够吃的。1958 年的情况因粮食外调过多而使情况变得复

杂起来：年产 6.2 亿斤，外调 2.02 亿斤，剩 4.18 亿斤。较 1957 年几乎要少 1 亿斤。细账

不用再算，农民的粮食肯定不够吃。 

还是在 1958 年 11 月 21 日县常委会议上，姚奎甲称：“去年 3 亿 6，纯交 1 亿斤，还有

57 年的 1 亿斤要交。今年任务 40800 万斤，其中有 31500 交出……今年种子留多些，口粮

 
7《县委会议纪录》，1958年 11月 21 日，无为县档案馆：1‐1‐1‐195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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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 490 斤……对任务并不动摇。”1957 年实际外调 1.16 亿斤，而 1957 年的外调任务是 2

亿斤，没有交的 0.85 亿斤最后被赖掉了。1958 年本身的 2 亿多斤外调任务加上 1957 年少

交还要交的 0.85 亿斤，外调粮计划 3.15 亿斤。 

姚奎甲又称：“无为完成征购任务 4亿斤外，调省 2 亿 3 千万斤，内销壹亿四千万斤。”

“我表态，回去做工作，下面有粮食，我们入库了 3 亿 8千 5 万斤粮食，地委调我们 2 亿 3

千万斤，我们意见，调 2 亿斤，保证调，出问题我们负责……这个问题未定案，我临走时，

曾书记还说：‘外调 2 亿 3 千万斤。’” 

事实上，在讨论 1958 年的外调粮时，1957 年的未清陈账，已经不再被提起。姚奎甲保

证外调 2 亿斤，与《无为县志》的记载吻合。而地委与省委要求的 3000 万斤，则是在讨价

还价中脱掉了。姚清楚，县里只能拿出 2 亿斤，特大丰收的 1955 年，也只调出 1.66 亿斤。

这一数据表明，姚本人并不相信全县产量有 12.4 亿斤。如果相信，哪怕再少一点，也不会

在 3000 万斤上面与省委讨价还价。姚的讲话还表明，在征购及外调粮食上，无为县委承受

来自上级党委的巨大压力。 

3、农民口粮 

1958 年 11 月 27 日，在县委书记与县政府各部部长参加的会议上，吕奋志提及目前的

工作重点是抓入库，因为，“全县目前入库只 3亿 5 千万斤”。这一数据较之上引 11 月 21

日的 3.18 亿斤，有所增加。
8
 

如果入库的粮食中没有种子的话，入库粮即为征购粮。新修《无为县志》第 279 页称

1958 年征购粮食为 3.4837 亿斤，此即吕奋志所称 3.5 亿斤之由来。也就是说，到 11 月底，

全年的征购粮已经全部入库了。只是由于其中包括了种子，种子是要还给农民的，所以，事

实上的征购粮食不及此数。 

1958 年全年粮食总产 6.2 亿斤，扣除 3.5 亿斤征购粮后，余 2.7 亿斤。非农人口的粮

食供应，从征购粮中支出。85 万农业人口均分余粮，人均可以分得 317.6 斤原粮，折合 238.2

斤成品粮，每人日均 0.65 斤。事实上，在政府征购的 3.5 亿斤粮食中，有 0.52 亿斤在 1959

 
8在 12 月 31日（发表稿有误，现改正）的无为县委和正副部长会议上，姚奎甲说：“我们入库了 3 亿 8 千 5

万斤粮食。”较此多出 3000万斤粮食。在 1961年姚奎甲的交待材料中以及他人的揭发材料中，始知此数据

为姚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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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天返销给农民，其过程详见下文，则农民实有粮食 3.2 亿斤。85 万农业人口，人均 376

斤原粮，折合 282 斤成品粮，每人日均成品粮 0.77 斤。从后面的文件看，老百姓希望达到

每人每天 12 两，即是这一标准（12/16=0.75）。不过，如果将饲料考虑其中，农民的实际口

粮还要少一些。 

    无为县委能够控制的粮食有多少呢？3.5 亿斤征购粮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的种子粮。在上

级的压力下，农民将种子的一部分卖给国家。全县 200 万亩播种面积，以每亩 15 斤计，则

需种子 0.3 亿斤。按照全县种子的一半交到县粮库计算，需返还农民种子 0.15 亿斤。1958

年全县外调粮食为 2.02 亿斤，除去这三部分粮食，无为县委手中控制的粮食只有 0.81 亿斤

（3.5-0.52-0.15-2.02）。下文表明，城镇人口最高峰时，以每月 900 万斤计，年需 1.08

亿斤。以 500 万斤计，需要 0.6 亿斤，以后者为标准，政府手中仍有 2100 万斤的富余粮食。

进一步说，既使全部的种子粮需要由政府返还，在一个比较低的农民口粮标准下，无为县的

粮食也是收支平衡的。 

也就是说，在 1958 年，无为县的粮食产量，在外调 2.02 亿斤粮食以后，还可以供应全

县人民较低水平的生活。农民每人日均口粮可以达到略低于原粮 1 斤的水平。这一标准是不

会造成规模性的人口死亡。当然，这一假设的前提是全年均衡供应，各区域均衡供应。 

三、饥荒初现：1958 年底至 1959 年初 

就无为县而言，在农民口粮指标如此低的情况下，要做到全年均衡与各区域均衡供应，

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至 1958 年年底，饥荒初现。 

1、饥荒初现 

1958 年 12 月 31 日县委和各部正付部长会议，是无为县大饥荒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

议。姚奎甲的态度相当悲观。他说：“最近粮食无声无气，不仅如此，下面还要粮食。”揣摩

其意，应该是指粮食入库工作没有进展，而下面伸手要粮却越来越凶。姚传达省委书记曾希

圣的七点指示，其中有两点要特别加以讨论：其一，粮食调剂，其二，挖“社会原（存）粮”。

9
这两点成为 1959 年初反瞒产运动的出发点。 

 
9《县委会议记录》，1958年 12月 31 日，无为县档案馆：1‐1‐1‐195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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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处书记张云在这次会上说：“听个别群众反映，说不够吃，有个妇女说，20 多

天未吃。黄龙社只吃十二两。”这是无为县第一次出现有关饥饿的报导。在讲完这句话后，

张云可能意识到不妥，赶紧把话题转到反瞒产：“在割早稻时，就发现蜀山有两个小队瞒产”

云云，余言不录。 

   吕奋志要求干部做到：“没有人民来信；吃饱吃好，不外逃；不出事。”所谓“出事”，

指的是“闹粮”，即带有暴动性质的群体事件。可见 1958 年底的粮食状况已经相当严峻。 

    元月 14 日，无为县委书记处召开会议，会议的内容是汇报各公社的粮食安排情况。
10
姚

奎甲未参加会议。书记处书记施惠之对蜀山、襄安等几个区的存粮数和需粮数作了估计，称： 

现有各种存粮 9391700 斤（包括代食品）……按照每人每天 15 两，可以吃 36 天

（包括代食品，不包括估计的）从元月 11 号到 2 月 27 号，我说最多只能吃 15 天。这

里面包括代食品，如桔梗等。 

在这个区域中，粮食“最多只能吃 15 天”，说明无为县大面积的断粮快要出现了。会议

是 14 号开的，存粮只能吃 12 天了。施惠之议及县委的对策虽有多条，主要是打捞秋稻，即

打净稻杆中的残留稻，动员社会存粮，种子粮交公保管等。还有一条就是：“凡吃四两到六

两的，要适当提高。据我们查，一般吃 10 两多，大多数两餐。”每天吃四两与六两，平均 5

两，相当于 0.3 斤。 

这是来自县委最高层关于境内饥荒的报告。县委书记处的书记们，本应就此话题深入讨

论，提出对策，即如何拨粮。不料，如上引会议一样，吕奋志插话，将话题引向了另外的方

向：“坏分子造谣破坏，未河作业区，用刀子在树上刻反动标语：‘共产党亡国’，石涧也有

‘打倒毛泽东’等等。”多讲坏消息，会被当作右倾看待的。而斗争是比民生更重要的话题。

吕还藉此传递一个信息，他并不准备针对施惠之汇报之严重饥荒进行任何讨论。 

书记处书记、县长谢永康继续汇报所管片中的灾情： 

东乡十一个公社，其有问题的 6 个，问题不大的 5 个，有问题的 6 个中，陡沟、

汤沟问题最大。这两个公社，九个作业区问题更大。沈殿区，282805 人，现有粮食

 
10《县委会议记录》，1959年元月 14日，无为县档案馆：1‐1‐195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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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0000 斤（不包括代食品），按标准供应，可吃 36 天。区中很不平衡，有的能保 100

多天，高沟能保 103 天，有的只保 2 天。 

将谢永康主管之地区的与施惠之主管的地区相比，施惠之主管地区情况要差得多。由此

可以推测，无为县已经发生大范围的严重饥荒。同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书记们竟然没有讨

论如何救济只有 2 天口粮的地区。谢永康继续汇报灾情： 

陡沟五一作业区从元月 1-11 号，每人每天吃四两多一点。妇女生产，小孩生病都

吃不到米，有个产妇只吃 17 斤，营养有问题……囗囗作业区从 1-8 号……每天每人只

吃七钱多。白富作业区有两个食堂，已停伙食四天。 

陡沟有些地方已断粮四天了，情况万分危急。然而，书记们仍然没有讨论如何救济灾民。

吕奋志发言，谈的是干部与群众大量外逃。如他提到合头公社跑掉 320 多人，其中光明作业

区跑掉 200 多人。接着要谈的问题还不是救灾，而是确定口粮标准。 

2、十两生命线 

在全县断粮的关键时刻，吕奋志在亟需深入讨论的节骨眼上将话题转移。吕说： 

根据三个点的回报情况，下面情况基本上摆出来了。现在研究怎么搞。首先研究

口粮标准问题，我的意见，每人 490 斤，但这里面教育节约粮食，多找代食品。代食

品折粮食怎样折法，统一起来。粮食供应，最低不能低于十两。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在已经开始断粮的情况下，谈一个不着实际的每人年均 490 斤的

高口粮标准，不知用意何在？不过，在这段发言中，吕提出农民口粮每天十两的最低标准。 

关于全县范围内的缺粮数，谢永康强调，既使用菜来支撑两个月的话，东乡还需要 4000

万斤供应，至少要 2000 万斤。朱吉祥等人认为只要 700 万斤，并称“我们包下来”，谢批评

他们有个人主义。吕奋志则称：“现有粮食能保吃 46 天，到夏季需要 4000 万斤。”谢永康的

东乡缺 4000 万斤，吕说全县缺 4000 万斤，两人没有讨论，更没有争辩。 

本次会议达成的最后意见是：口粮标准最低不少于十两，最多不超过 14 两米。这是净

粮食，不包括代食品。十两标准可以折为 0.625 斤（10/16）。这是成品粮，折算成原粮，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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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均口粮 304 斤。这个定量不包括代食品，可说是相当务实的。只是与会的书记们没有以

此为基础讨论缺粮区有多大，人口有多少，按照这个口粮标准，每个地区该拨多少粮食。 

    在无为县委会的记录中，可以多次看到最低粮食标准的提法。所有的提法都指向十两，

于是，我们称此为“十两生命线”。 

在中国传统的膳食结构中，人所需热能的 60%－70%来自糖，糖基本来自谷物中的淀粉。

无为县的主要谷物是稻米。每 100克米含淀粉 75 克，每克淀粉产生热量 4.1 大卡，0.625

斤米即 312.5 克米中含有 234 克淀粉，可产生热量 234*4.1=961 大卡。中国成人（18‐59 岁）

的基础代谢率 BMR 大约为每天 1556大卡。
11
其中男性需要 1561 大卡，女性需要 1253 卡，

平均值为 1407 卡，据此，961 大卡可以维持一个成年人基本代谢需要的 68.3%。即每天 0.625

斤米可以维持无为县一个普通成年人之基本的生理代谢，亦即满足生存之需求。 

1959 年元月 14 日的会议确定了十两标准后，以后的会议理应落实这个标准。元月 17

日，无为县委召开各公社第一书记会议，讨论的主题却不是援助缺粮区或断粮区，而是“动

员社会存粮”，即“反瞒产”。 

会议是由吕奋志主持的。吕奋志说：“目前发动 4 万多人，预计全县还能打闹秆稻 160

多万斤”；“动员社会存粮，主要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几十天来，事实证明，哪里的政治工

作搞得好，干部积极，哪里动员出来的粮食就多”；“能够自留自，部分有余的作业区，能

占 15%，据 26 个作业区调查，这种作业区占 3 个。缺粮 2-3 个月口粮的要占 70%。没有存粮

的，以闹秆稻为口粮，打多少，吃多少，有 15%。” 

吕奋志的观点很清楚，也很矛盾。70%的作业区缺 2-3 个月的口粮，缺粮是普遍的，15%

的作业区有存粮，存粮是少量的。然而，上面没有粮，政府没有粮。缺粮怎么办，只有打稻

秆。姚奎甲也参加了会议，并讲话。 姚的话不长，但他的心情似乎有点沉重。他说： 

生活上是个问题。有的每天只吃几两米，干部思想畏难，向上伸手。由于粮食上

有问题，人民来信很多，还发现反坏分子造谣破坏。从粮食数字上看，摸的情况有问

题，因为数字太具体，弄成绝对的。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要很好研究一

 
11
中国营养学会编著：《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简要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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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从现在情况来看，是问题复杂，情况紧张。 

这是姚奎甲第一次承认人民生活面临困难，情况紧张。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县委领导

下乡摸产量，而不是安排生活。摸产量，不要摸成实的数据。到底怎么办，他现在没有底，

或者有底而不说。这一发言的关键是，要摸底，但不要将数据弄实，弄实以后就没有弹性了。

姚感觉到，形势严峻，他必须为自己留下足够的空间，以争取在粮食问题上的主动权。 

本次会议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区及公社干部表态，解决思想问题，争取下乡摸出更多的

粮食来。 

3、开仓放粮 

1959 年的元月下旬，无为县在“动员社会存粮”的运动中度过。对于那些已经断粮或

即将断粮的地区而言，这半个月可以说是生命攸关的。大约在二月上旬，安徽省委曾庆梅书

记和两位省长来县视察工作，重点是农村生活安排和农业生产。二月还是农闲季节，根本没

有什么生产可以视察。唯一可以视察的，就只是农村生活安排了。这说明，农民口粮的短缺，

已经惊动了省委与省政府的主要领导。 

2 月 11 日，姚奎甲在县委委员、区乡党委书记、整社工作小组组长会议上讲话，提到

这次会议的召开与省委领导的视察有关。姚宣布，通过“复打复收，清理仓库，动员社会余

粮，总共搞出了 843 万多斤粮食”。这个数字偏低，还要抓紧动员社会存粮，即“反瞒产”。

因为，目前农村的缺粮，“同我们的家当碰不起头来”。
12
 

    “我们的家当”本来是一个 1958 年 11 月 28 日已经“解决”的问题，即 1958 年全县总

产 12.4 亿斤。然而，在危机时刻，姚并不打算继续采用这个数据。他说：“这里不打算再讲

58 年粮食总产量和它的支出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一时很难搞清。现在只就我们

全县今年征购起来的粮食，具体的算一下账给大家听一听。” 

    姚的账是这样算的： 1958 年全县实际入库的粮食是 35100 万斤，加上上年度积存下来

的 3500 万斤粮食，共计是 38600 万斤。这就是“家当”。将“家当”当作实际入库的粮食，

而不纠缠于农民的“社会存粮”，无疑是更为现实的做法。需要再次指出的是，“上年度积存

 
12
《姚奎甲同志在县委委员、区乡党委书记、整社工作组长会议上的讲话》，《县委会议记录》，1959年 2 月

11日，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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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 3500 万斤粮食”完全是姚奎甲编造的。
13
 

姚继续算账：38000 万斤粮食，已经支出的：外调 11900 万斤，58 年 7 月到今年元月，

城镇供应用掉 7100 万斤，合理损耗 150 万斤，三项合计，总共支出 19150 万斤。目前还要

支出：外调 8100 万斤，城镇供应 2000 万斤，种子储备 1000 万斤，合理库存 2000 万斤，合

计 13100 万斤。除掉已经支出和即将支出的粮食，现有的实际库存只有 6350 万斤。 

    无为县城镇 7 个月的用粮为 7100 万斤，平均每个月为 1000 万斤。这一数据与上引资料

所称每月城镇用粮 500 多万斤不符。也可能由于大炼钢铁，大量劳动力集中到工业部门，耗

费粮食相当多。另外，还要外调 8100 万斤，合计外调 2 亿斤，这个数据与表 1 所载是吻合

的。如果以 500 万斤一个月计算，城镇可以供应 4 个月，即可以吃到 5 月中旬，小麦要 6

月初上市，城镇用粮不够。另外，种子大概是指中、晚稻和双季晚，也似乎不够。 

城镇到底要用多少粮食？无为全县有 10 万非农人口。以每人每年 490 斤原粮计，四个

半月每人需要粮食 184 斤，合计需要原粮 1838 万。如果以每人每年 540 斤原粮计，四个月

每人需要粮食 180 斤，合计需要原粮 2025 万。由此可知，县委准备了 2000 万斤城镇用粮是

合理的。 

据上文，无为县的实际入库只有 35000 万斤，外调及消费之后，余下的库存实为 6750

万斤，其中包括“合理库存”2000 万斤。所谓合理库存包括对种子的补充。如果合理库存

只有 1000 万斤，无为县委可以用来救荒的粮食还有 5750 万斤。 

安徽省委的指示却是，这些粮食可以供应农村，但要做好工作，争取在现有的基础上多

调出、少供应一点。姚奎甲对此深表赞成，并算账如下： 

   各个公社报来的现有粮食 3000 万斤，县里库存还有 6000 多万斤，加起来约有 1亿

斤。农村只有 85 万人口，从现在安排到五月份，每个人平均还要摊 100 多斤，再加上

我们搞社会余粮，找代食品，你们看日子能不能过？再说，把我们 6300 多万斤粮食全

部拿出来供应农村，安排到五月底，平均每人 100 斤，也要供应到 63 万人，占农村人

口的 75%……可是最近大家报来的粮食安排数字，却要 8000 万到 9000 万斤。 

 
13姚奎甲：《我的检讨》，《关于对姚奎甲的错误问题调查报告及处分意见》，无为县档案馆：1‐1‐1‐196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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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6000 万斤粮食计，85 万农业人口，每人可以分得 70.6 斤稻谷，折合 53 斤大米。仅

可供两个月的食用。如果假定农民自己还能凑出 50 斤大米，灾荒的渡过是没有问题的。现

在的问题是，无为县农民（公社、大队或食堂）手中还有 6000 万斤的稻谷吗？ 

我们也来算一笔账：1958 年无为全年收获 6.2 亿斤原粮，减掉入库的 3.5 亿斤，尚存

2.7 亿斤。从 1958 年 7 月至 1959 年元月的 7 个月中，85 万农业人口以每人每年 490 斤原粮

计，共需原粮 2.43 亿斤。如此，全县农村仅剩 0.27 亿斤原粮。据表 1，以 200 万亩播种面

积计，每亩需种 20 斤，全县需要 4000 万斤种子，而县里只储备了 1000 万斤。还要扣除饲

料，无为县乡村已经断粮了。 

然而，这个时候的无为县虽然情况紧张，但却没有全面断粮。唯一的理由就是部分农民

家中确实存有 1957 年的余粮。排除 1958 年的浮夸不计，1957 年是仅次于 1955 年的大丰收

年，部分农民家中藏有余粮是合乎逻辑的。 

    所以，我们才认为各公社报来的现有粮食 3000 万斤可能是真实的。如果县里能够拨出

5700 万斤原粮，加上公社自己的 3000 万斤，共有原粮 8700 万斤，人均拥有原粮 102 斤。

以 110 天计，可以吃到 5 月底小麦登场，每人每天拥有原粮 0.93 斤，折合大米 0.7 斤。必

须承认，这是一个可以渡过死亡的口粮数据。尽管无为县的灾情已经非常严重，但还是可以

依靠县里的存粮渡过危机。 

    问题在于，安徽省委的指示却是多调出一点粮食，少供应一点粮食。所以，姚奎甲不得

不加紧“动员社会存粮”。要知道，各公社报来的 3000 万斤粮食，本来就是包括“社会存粮”

在内的。姚提出的最后的方案是，“先拿出来 5000 万斤，一次安排，剩下的 1000 多万斤粮

食，作为后备力量，力争不拿出去。这一次拿出的粮食，要一次分配到公社，一次安排到食

堂，一次安排到人，一次安排到五月底。”依照上面的算法，县里只能拿出 5000 万斤粮食，

缺口只能指望“社会存粮”了。 

从姚奎甲的这次讲话中，我们知道，在各地粮库基本竭尽的背景下，省里加紧了动员社

会存粮的动作。姚说，张（凯帆）省长在和县打电话告诉我：“和县搞出了几千万斤社会余

粮，你们也要抓紧，不能放松。”姚强调：不准翻箱倒柜，强迫命令。由此可以看出，1959

年春天的“反瞒产”，其目的是为搜刮出农村的现在存粮，来救济其他缺粮者，而不是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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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所谓“存粮”调入国家粮库。 

四、大饥荒：1959 年夏至 1960 年初 

1、非小麦区的人口死亡 

直到 1959 年 3 月 3 日，县委会讨论的主题仍然是“反瞒产”。为节约篇幅，此不赘言。

由于得到县里下拨的 5000 万斤粮食，按照上文计算，社员口粮可以支撑到 5 月底小麦登场。

按理说，小麦登场以后，危机化解，饥荒结束。 

1958 年无为县冬小麦播种面积为 163.6 万亩，1959 年夏，小麦成熟，总产量为 3373.6

万斤，亩产 130 斤。加上黄豆等项，夏收总产 4771.6 万斤。
14
依上文标准，至少可以满足农

民 60 天的口粮，直到 8月上旬中稻登场。然而，这是一个没有考虑征购及外调粮食的算法。

征购及外调，有可能使上述算法陷于土崩瓦解。 

小麦一登场，征购就开始了。6 月 11 日，姚奎甲在公社书记电话会议上宣布，夏粮的

征购任务是 5000 万斤
15
，居然超过了夏粮的全部产量。 

在6月25日召开的县委常委会议上，姚奎甲说：“入库粮食2100万斤不到，占任务41.7%。

我的思想打八折完成，4000 万斤。”谢永康说：“最低限制，不购上来 2500 万斤，日子是不

好过的。外调 1000 万斤，地委未同意。姚政委说，不购 3000 万斤，日子是不好过。还有

900 万斤，一定要购起来，当然有重点收购。”
16
 

已经征购上来的粮食不足 2100 万斤。无为县委同意外调 1000 万斤，但芜湖地委认为太

少，没有同意。在谢永康那里，征购任务从 5000 万斤退守至 2500 万斤，但在 6 月 26 日继

续召开的常委会上，姚奎甲还在坚持 3000 万斤的征购量，并将继续征购 900 万斤作为死任

务，分配给有关各公社。 

徐干的发言记录可能是不完整的。他表态拥护姚奎甲的 900 万斤任务，并谈到一些具体

的措施，此不转引。然而，姚奎甲对其发言的反应颇值得玩味： 

老徐提说吃十两，这话不能讲，可以这样讲，富日子要从穷日子打算，宽日子要

 
14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1993年，第 131 页。 
15
《县委会议纪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40。 

16《县委会议记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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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紧日子打算。如果在姚沟、高沟提出这样话，会制造紧张，对完成任务起促退作用。 

 会议记录中，徐干的发言记录中，没有关于“十两”的内容，当为漏记所致。姚沟、

高沟属于泥汊区，位于长江北岸，也属于东乡的范围。是小麦产区。姚的意见是，如果在小

麦产区提出十两，“会制造紧张”。这意味着东乡原来吃得更少，达不到十两标准。如果达标，

小麦产区留粮更多，政府感到紧张。 

夏粮总产 4771.6 万斤，1000 万斤外调，余 3771.6 万斤，40 万亩留种，每亩 20 斤，则

需种子 800 万斤，余 2971.6 万斤。85 万农民人均可分得 35 斤原粮，80%折粮，可得成品粮

28 斤。在无为县，7 月中旬早稻登场，所以，以 45 天计算，每人日均 0.62 斤。由此可见，

徐干说吃十两，是有道理的。无为县委的干部们坚守十两的生命底线，抵制外调数量的增加。 

在无为县，小麦主要产自东乡圩区，西乡浅丘地带，一直没有种植小麦的习惯，既使在

粮食紧张的 1958 年，也是如此。无为县非小麦种植区农民口粮，要靠政府调剂。就在这次

会议上，县委作出了向西部非小麦产区发放 200-300 万斤粮食的安排。只不过，这 200 万-300

万斤粮食并不出自县粮库，姚说：“我的意见，购起来 2000 万斤，不动，现在把几个重点抓

起来，把全县囗起来。”这 200-300 万斤的指标，还是要出在东部农民的口中，从东部取出，

支给西部非小麦产区。 

由于缺乏数据，我们不知道无为非小麦产区的范围及人口，也无法估算这些粮食是否能

让农民支持到水稻收割。姚说：“现在一般按一斤原粮供应，象仓头、宗法、刘渡也可以少

吃，因为他们种少了。”
17
这是不给小麦少产区供应粮食的理由。情况肯定是严重的，姚说：

“农民外流，人民来信，浮肿病复发，这是夏荒的象征。这要充分估计到，但也不要被这个

象征所吓倒。”革命乐观主义是战胜困难的法宝。 

2、张凯帆下乡 

由于区域粮食生产与供应的不平衡，无为县西部非小麦产区的粮食问题就变得特别的紧

张。政府的救济粮，只安排到 5 月底，整个 6月份，非小麦产区可能陷入空前的断粮危机。

石涧公社，就是其中的典型。 

 
17仓头属于石涧区，宗法又名六店，属于开城区，刘渡属于襄安区，皆处西部丘陵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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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涧位于无为县的中北部，属低岗丘陵区，不产小麦。5 月底断粮后，人口大量死亡。

公社书记谭布真向省委反映死人情况。实际上，在上引 6月 25 日的县委常委会上，姚奎甲

说：“石涧谭布真同志，对一些实际问题，就不解决，这次我们下决心，一次把他解决。”关

于石涧死人及谭布真的活动，姚奎甲已有耳闻。 

7 月 4 日，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来到无为调查。7 月 7 日，张凯帆在无为县五级干部

会议上发表讲话。在张讲话中，通篇没有出现“死亡”一词，将《无为县志》所载张之讲话

记录与县委会记录中的张之讲话记录比对，文字略有差异，也没有“死亡”一词。张凯帆说： 

这次，我从石涧那边来，昨天又到襄安、泉塘、蜀山一带看了一下。我见到现在

病人很多，特别是浮肿病很多，粗腿很多，妇女子宫下垂很多，闭经的很多。我们到

了许多村子都看到床上睡着病人，每个村子都有，病人为什么这样多？
 18
 

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在刻意回避“死亡”一词。这成为大饥荒政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地

方，其中原委，下文还有分析。张凯帆在无为西部看到的群众口粮状况是怎么样的呢？他说： 

我前天经过石涧，路上停了一下，很多群众围上来向我诉苦说：“现在我们的生活

还不如鸡，鸡每天还有两把米，我们每天只有两把稻子。”……现在农民吃什么东西？

口粮标准多少？你们安排了多少？县里讲一斤原粮，其实一家老小，平均不过二两
19
。

我们有些同志胆大妄为，乱改标准，置群众生死于不顾，还有一点人性吗？ 

一天二两的口粮标准，只达维持生命十两标准的五分之一，已经接近于断粮。人口死亡

的状况应该相当严重。迄今为止，我们既没有查到谭布真给张凯帆的报告，也没有查到张凯

帆给省委的报告。但在《张凯帆回忆录》中，张讲到他在石涧沿河梢村，见到“全村十几户

人家就有九个孤儿”，以及人口死亡的具体惨状。
20
可见，张是亲眼目睹百姓之死亡的。在群

众大会的演讲中，张凯帆从语言上回避了“死亡”。 

张凯帆与省委采取的措施是开仓放粮，保证农民每天口粮为 1 斤原粮，并承诺早稻收上

 
18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第 599‐603页。 
19
《无为县志》编者注明此为 16两制。 

20  张凯帆：《张凯帆回忆录》，第 3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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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以后，将农民每月口粮提高到 40 斤原粮以上。7 月 10 日，姚奎甲在公社书记电话会议上

讲话，告知粮食已经发放，“情况有所好转，群众满意。一是增加标准满意，二是分到户满

意，三是自己到粮站购粮满意”。21 

3、大饥荒 

1959 年 7 月 10 日之后，无为县委的会议记录可供讨论的内容不多，故略而不论。大约

从 7 月 15 日开始，无为县农村进入紧张的农忙季节，收割早稻，栽插晚稻。无为县以前没

有种植早稻的习惯，1953 年农业改制，无为开始大面积种植早稻及双季晚稻。不过，1959

年的早稻种植并不顺利，《无为县志》的记载是这样的： 

1959 年春，要求全县提前半个月，即提前在清明前 3 天播种，一下子损失早稻种

子 8 万斤，幸存的少量秧苗，又要求提前栽插，因苗短气温低，栽下的 20 万亩秧苗几

乎冻死殆尽。
22
 

以每亩种子 15 斤计，8 万斤种子只不过是 5300 亩早稻田的用种量。幸存的少量秧苗，

是不可能栽插 20 万亩秧苗的。如果这 20 万亩秧苗冻死或几乎冻死以后重插，涉及到育苗环

节所需时间过长，节气上就来不及了。待育好秧后再插，就不是早稻，而是中稻了。由此可

知新修县志对于 1959 年的批评，也存在夸大的地方。 

在《无为县志》农业统计数据中，1959 年早稻种植面积为 45 万亩，亩产 250 斤，较之

1954 年的 400 斤和 1955 年的 500 斤，少了许多，双季晚稻种植面积为 20 万亩，这令我们

相信，早稻面积一定不会少于 20 万亩。如果全县只栽种了“几乎冻死殆尽”的 20 万亩早稻，

且早稻总产又是可信的，那么，其亩产就不是 250 斤，而是 625 斤。到底是 1959 年的早稻

面积有假，还是产量有假，还不能确定。依《无为县志·大事记》，1963 年中共无为县监委

认定的 1959 年无为县粮食总产为 4.4 亿斤，而《无为县志》农业统计为 4.48 亿斤，说明《无

为县志》农业统计中记载的 1959 年早稻栽插面积是正确的。 

1959 年无为县中稻面积只有 40 万亩，较 1958 年要少 33 万亩，且中稻亩产只有 300 斤，

较 1958 年减少 168 斤。仅中稻一项，产量就减少 2.22 亿斤。这一减少的数额大大超过 1958

 
21
《县委会议记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40。 

22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第 126‐127页。 



 17

年与 1959 年无为县粮食总产量的差额。也就是说，1959 年的减产，主要是中稻面积的减少

及已种中稻的减产造成的。中稻面积的减少与早稻面积的扩大有关，而中稻亩产的减少则与

中稻的田间管理有关。中稻田间管理的疏忽，除了与反瞒产及上半年的饥荒有关外，还可能

与小麦登场后的高征购有关。在 1960 年 1 月 15 日常委会议上，吕奋志说：“我同姚政委讲

过，完成这个任务，损失 4000 万不只（止）。”23如上文述，不足 4000 万斤小麦的总产，征

购任务高达 4000 万斤，当然是一个完不成的任务。而县委的催逼讨要，有可能导致田间管

理环节的全面崩溃。 

9 月中旬，秋粮收获，新的征购也就随之展开。据 9 月 14 日施惠之在公社党委书记电

话会议上的讲话，全年征购任务定为 2.5 亿斤。 

1959 年秋收作物总产 4 亿斤，实际外调 1.61 亿斤。24全县实际可支配粮食为 2.39 亿斤。

其中城镇供应 0.6 亿斤，秋收种子以 160 万亩计，每亩 15 斤，需要 0.24 亿斤，合计需要 0.84

亿斤。余 1.55 亿（2.39-0.6-0.24），就是农民的口粮了。 

假定因为死亡与逃亡，此时无为县 85 万农民只剩 80 万，人均口粮 194 斤，折合成品粮

145 斤。以十个半月 315 天计，每天人均口粮 0.46 斤，没有达到 0.625 斤这一维持生命的基

本水平。1959 年下半年至 1960 年的大饥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依此思路看一看 1960 年秋天的农民口粮。1960 年全县实际总产只有 4 亿斤，外调粮 1.12

亿斤，余 2.88 亿，其中城镇与种子粮合计需要 1 亿，农民口粮为 1.88 亿斤。据表 1，1960

年无为全县只剩 66 万人，其中农民 56 万，农民每人年均口粮 336 斤，折合成品粮 252 斤，

每人日均 0.69 斤，达到不饿死人的水平。考虑到 66 万人口是 1960 年底的数据，1960 年初

的人口还要多一些，人均口粮水平事实上还要低一些，无论如何，夏粮收获之后，无为县人

均口粮超越死亡线是没有问题的。 

总之，无为县悲剧的结束本身也是悲剧性的，它不是因为粮食产量的增加，分配的更加

合理而结束饥荒，而是因为人口大量死亡之后，粮食总消费量减少，活下来的人得以继续存

 
23
《县委会议记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60‐195。 

24  其中本应扣除外调小麦 1000 万斤，但 7月 7日会议之后，政府开仓放粮 2000 万斤粮食救济农民，所以，

1959年无为县没有外调小麦。如此，秋收作物需要外调 1.61 亿斤。关于政府开仓放粮事，见 1961 年 1月

14日姚奎甲在无为县委常委会议上的检查记录稿（《县委会议记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6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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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五、县委会：不敢面对的死亡 

    1、谁在说“死亡” 

从今天掌握的情况看，1959 年春天，大饥荒在无为县蔓延。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县委会的会议记录中，都没有相关的记载。最早的记录出现在 1959 年 3 月 3 日的县委扩大

会议上，这次会议的重点是学习曾希圣二月廿二日在电话会议上关于粮食工作的讲话。姚奎

甲要求与会者“联系自己思想发表个人意见，对农村粮食的看法。”
25
 

    每个公社负责人汇报情况，或谈自己的认识。如宗发公社是这样报告的： 

   最近宝山说 70 多人生病，高王 126 人生病，大部分是中农以上的，而且是男人。

经了解大部分是假的，主要对粮食等工作未搞好。 

少数群众公开说粮食被政府搞走了，现在没得吃。囗囗囗囗友说：“偷东西有什么

关系，三个月以后就是我们天下了。”到处偷窃。曹德义（富裕中农）有破坏活动，偷

社里的稻吃了以后，还说办食堂把人办得饿死了，偷房料、农具烧火…… 

这可能是县委会议记录中第一次出现“饿死”人的记载。有意思的是，这一记载是采用

负面表达的方式：是一个富裕中农说的。富裕中农，在那个时代，虽然与地主、富农有区别，

但以路线划分，却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不仅如此，宗发公社的负责人还说： 

最近偷油菜吃的很多，白天夜里都搞。小队干部中农成份占优势。蒋升平骂人，

打人很严重，干部吃酒很多。最近发水肿，可能是食七（菜）过多。 

看似相当随意的一句话，披露缺粮导致水肿病，却始终不肯说出“死亡”来。而且，这种事

情，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即是中农出身的小队干部所为。随后，神塘、新河、高沟公社负责

人的报告，与此大抵相同。只有响山公社负责人说：“再看群众的身体来看，是健康，不是

面黄肌瘦。”在无为县，只有响山公社实行过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的“大食堂”，也只有

 
25《县委会议记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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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山公社负责人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关于响山公社的共产主义，可见《人民日报》的相关报

导与通讯。
26
 

负责湖陇公社的“吴行长”——估计是县人民银行的行长——不知有意无意，大胆而明

确地说：“死人了”。 

    生产一般都动起来了，仅宏巷作业区未搞起来。主要是个个村子有人生病。去年

11 月份到现在死掉 21 个，大部分是 50 岁以上的人。经医生检查，还不出交待。病人

能吃，又不发热。我们认为是偷懒。妇女、孩子都没有病，又有男人生病。有个村子

89 人，就病了 67 人。 

尽管吴行长认为病人无病，是偷懒，但毕竟在县委会的会议上，说出了 21 人死亡之事

实。且依吴行长的发言，湖陇的死亡，是从 1958 年 11 月份开始的。 

上文已述，1959 年春天的饥荒，由于省委书记及省长带队视察，以及开仓放粮，灾情

得以缓解。六月间，粮食用尽，新粮不济，尤其在无为县的西北部非小麦产区，灾情更为严

重。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大量出现。在上文引述过的 1959 年 6 月 25 日至 6 月 26 日召开的县

委常委会议上，“死亡”一词再次出现。周处长说： 

    浮肿病问题。高鼓大队 72 个，有 9 个未好，死亡六个。据反映，九和冲 300 多人，

死掉 70 多人（从春上到现在），有一户 8 人，死掉七个。这个问题，只听反映，没有

到村上去。我估计，即未死掉 70 个，什么二、三十人还是有的。最近死掉 18 个。不

管怎样，死亡现象很严重，至于死的原因，是另外的事情。请县委派人去检查清楚。 

现在还不能确认，这里所谓的“周处长”，是不是县委书记处书记且兼任县长的周永康。

周虽然不敢直言死亡的原因是饥饿，但承认死亡是最重要的。从这点看，县委委员们对于人

口死亡现象是知情的。 

这天的县委常委会议，并未对周处长汇报之重大死亡现象作出任何回应。会议在讨论各

地供应指标这一话题中结束。如果县委常委会议真的讨论供应指标，就可以作这样的理解，

 
26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大事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 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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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以粮食供应来解救死亡。然而，从 7 月 7日张凯帆在无为县的讲话来看，6月 26 日之

后，无为县委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动作。 

7 月 7 日，张凯帆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未有一字涉及死亡。7 月 10 日，姚奎

甲在公社书记电话会议上讲话，公开承认死人。但讲的只是五老力山吴生产队，死了 17 人。

7 月 20 日，地委电话会议，地委耿政委谈疾病、农业生产和生活问题。其中提到无为的有

这么两段： 

无为西乡几个公社的部分大队生产队比较严重的浮肿病、肺病、血丝虫病，最普

遍的是肠胃病。对浮肿病统计有重复现象，有的已治好，又统计。有的想吃大米红糖，

把别的病也报浮肿病，襄安大队把多年的粗腿也报成浮肿病，像这种情况不少，扩大

了浮肿病人数。 

对病人了解要结合生产进行。通过搞好生产来了解病情，在统计病情时要具体，

要有姓名，年龄，成分，什么病，发病时间，原因，好的时间，复返的时间绝不能重

复统计，绝不能把社会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混合起来，如果一时搞不清楚，可逐步

了解。
27
 

这时庐山会议精神还没有下达。芜湖地委耿书记是按照他自己对于疾病的理解下达指

示，可能与正在召开的庐山会议无关。当然，也存在一种可能，即通过与会者的消息外流，

庐山会议精神已为一批党内高级干部所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就是庐山会议的参加者。 

2、施惠之与张英的检讨 

1959 年 9 月 24 日，姚奎甲主持了无为县委常委会，会议的主题是反右倾。这时，安徽

省委揭发了张凯帆、陆学斌的“反党联盟”，施惠之被认为是张凯帆在无为的反党联盟成员，

被责令检查。施惠之在检查中这样说： 

病情问题。我当时有右倾情绪。在石涧问题发生以后，我在宗发摸了一个重点队，

病情严重。我感到惊慌。在食堂解散以后，积极主张解决社员回家起伙用具，但对病

 
27《县委会议记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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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未作正确的分析。后在宝胜了解，妇女病只有一人，囗锋只有五个。开始了解的两

个包产队有问题，后看了几个队，就不是那样情况，加上与耿政委，丁书记等碰了一

下头，思想才较稳定。第一次向姚政委回报，说病情严重，我们县委是要负责，当时

对宗发公社的看法是：病人多，劳、牛力少，反过来看，宗发生产还觉得很好。 

施惠之是县委书记处第三书记，派到宗发公社蹲点领导。在宗发，他看见了大规模的人

口死亡。于是，他感到惊慌。这里说的情况，应该是 1959 年初夏的情形，那时，石涧死人

事件已经发生。施向姚报告，并称县委要对死人一事负责。而在九月的检讨中，他说他在与

地委书记们交流情况后，思想才稳定。我不知地委耿书记他们对他说了些什么，综合其他资

料看，耿书记可能教施书记要看全局，死人的事情是局部的，是个别现象，施书记的情绪于

是“稳定”了下来。 

就在这次会上，谢书记也参与了揭发，可以看出施惠之确实是恐慌至极。谢说：  

    施惠之同志当时到宗发以后，表现惊慌失措，对宗发面的情况未正确分析。当时

把问题看得过重，叫我去宗发，意思是想共同处理宗发问题。 

姚奎甲发言，他在批评施惠之“怕负责任，惊慌失措”后，又说： 

在宗发只看点滴东西，不分析全面情况，认为情况严重，叫谢书记去，这是不应

该的。按书记来讲，你老施是第三把手，你来无为比人家又早，一个公社是否需要几

个书记去……在宗发回来后，向张回报时，是免不了要反映一些落后东西。 

情况很清楚，施惠之在宗发公社看见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他感到惊恐。怕负责任，要

求谢书记与他共同主持宗发公社的工作，为谢书记拒绝。张凯帆来到无为后，施向张汇报了

宗发公社的死人情况。施惠之因此而犯下右倾错误。 

在面对死亡时，卫生科长张英也表现出同样的惊慌。在 1959 年 10 月所作一份检查中，

他说： 

在二、三月间，开城回报他们发生浮肿病情况……而开城来的电话又接到谭主任

那里去了。以后谭主任问我开城发生浮肿病怎么搞的，你们在家里搞的什么？死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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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多人，你们都不关心，怎么向县委交待，出了问题，就是书记撤职，你们也要杀头。

当时我对这情况害怕起来。
28
 

请读者注意，这是 1959 年 10 月的检讨，检讨的是右倾，而不是其他。开城公社属于无

为西部丘陵区，人口死亡较多。然而，由于是检查右倾，所以张英才会说： 

因此我在医院抽出两名医生，连续去新民、凤河、东河三个大队调查，根据我们

调查，大队所报的病人，大部分不属浮肿病，如新民大队的小庄所报 14 人中，仅有一

人是浮肿病，凤河、东河的情况亦相仿。 

由于怕犯右倾的错误，张英否定浮肿病人的存在。可是，这样的做法是有很大的风险，

因为他是医生，是卫生科长。张英将调查所得向县委汇报，又向县委宣传部的邵部长进行口

头汇报，邵部长不同意他对浮肿病人的看法。 

五月三十一日朱荣跃在蜀山打电话向我回报蜀山情况，说蜀山计有病人 2236 人，

最严重的是十连大队，发病人数占总人口 22.95%。以后我又叫来朱把此情况直接向邵

部长回报，免得我周转有差错。朱回报后，邵部长说朱的材料能说明问题，有价值。

以后邵部长又叫朱到石涧去……在六月下旬时，陡沟回报有复发现象，接着大概在六

月二十六、七的，邵部长说接到宗发孙书记电话，说那里病情严重，而且还死人（数

字记不清）。 

张英差不多将责任成功地转移至邵部长，又由于有朱的介入，他自己的责任被撇清。在

接下来的检讨中，邵部长的处境似乎越来越不利。文字太长，兹不转述。总之，因人口大量

死亡而产生恐惧，因恐惧而产生自保，因自保而需要其他人来承担责任。这就是大饥荒时期

县级政治生态的表现之一。 

3、姚奎甲的“坚强” 

1959 年年底，无为县的大饥荒已经相当严重。12 月 27 日，姚奎甲主持县委书记处书记

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姚又提及死人问题： 

 
28《卫生科长张英的检讨》，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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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看，有荒政象征。1、外流有 600 多人；2、人民来信；3、少数地方，出现疾病，

关河有病疫，蜀山公社；4、有弃婴；5、发现个别死在外面；6、公然偷窃现象；7、

极少数地方，杀害牲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并未慌张，还在积极采取措施。

29
 

请注意“个别死在外面”一句，是个别而不是全面；请注意“我们并未慌张”一句，革

命的乐观主义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第二天，县委主要负责人与粮食局郑局长在县委小楼召开

会议，讨论粮食问题。与会者有谢政委、吕政委、姚政委、省委白部长，粮食局郑局长。姚

奎甲认为当前的形势严峻。其一，一部分地区无粮食，生活安排不下；其二，这样拖下去不

仅影响生产，且会出现其他问题；其三，目前县里（有灾）荒象征，虽不普遍，也有不少；

其四，（无纪录）；其五，死人；其六，杀死人；其七，生病。姚说：“以上七问题，也是灾

荒的像征”；“根据上面情况，我们意见：白部长回去向省委反映”。30我相信这次会议上讨

论了县境内大规模死人的问题，只是会议记录没有相应的记录。不仅如此，姚奎甲还提出了

县境内发生的人吃人的问题，会议记录员也没有真实记录，而是用“杀死人”代之。至于县

委是否形成文件向省委汇报，我的看法也是否定的。 

按照 1963 年姚奎甲写的《我的检查》，1959 年底，有人向他汇报过县境内的人吃人事

件。姚是这样回忆的： 

五九年冬姚沟公社书记王代好反映群众非正常死亡，我说不是你打死的，不是你

逼死的，他死怪哪个，哪里不死人……我十二月二十九去关河公社。当晚听公社书记

徐明礼回报说，全社除双泉大队（圩区）还能搞点粮食以外，其余大队社员生活都有

问题。县委给 15 万斤粮食包双泉大队，公社书记要 4000 斤去了，我当时批评徐明礼，

不把 4000 斤粮食收回来，你就是瞒产头子，并说今后要粮食一粒没有。实际上双泉大

队也无粮，结果使这个大队人口非正常死亡极为严重……县委政法部长邱福田五九年

十二月在蜀山公社向我汇报发现两个特殊案件，我骂邱是糊涂部长，哪有人吃人的道

理。畜牧场党支书任静轩回报路旁倒死人，我骂人混蛋，死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9
《县委会议记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41。 

30《县委会议记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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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坐车也看见过死人倒在路旁，也不闻不问驰车而过，有时仅打个电话告诉公社

一下。
31
 

作为无为县的最高领导人，姚奎甲与他的同事们完全明白县境内发生的一切。姚不仅听

见过下属的汇报，也亲眼见过路边的死尸。从内心来讲，他从来就不怀疑县境内的死亡是真

实的。然而，姚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具备极强的党性，因此，他在面对辖境内的农民大

死亡时仍能表现出少有的“坚强”。 

六、讨论 

在上文中，我们讨论了 1958-1960 年无为县的粮食产量、农民口粮、征购量和外调量，

呈现出无为县委在面对粮食短缺、断粮、人口死亡等事件时的种种政治取向和政治行为。可

以确认，无为县委对于本县粮食产量及其分配，是知情的。县委用于判断县情，制定政策的

基本数据，是真实的。浮夸只是用来糊弄上级的。不仅如此，本文还证明，对于大饥荒时代

的人口死亡，无为县委也是知情的。他们不但接到过来自基层的报告，还多次亲眼目睹过死

亡。他们有时也在县委会的会议上汇报所知人口死亡之事，有时也为无法安排农民口粮而苦

恼。他们对于高额征粮以及“反瞒产”的后果，心知肚明。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完

全是清楚的。然而，就是在完全知情的前提下，悲剧发生了。 

尽管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份无为县委给上级的灾荒报告，尤其是关于境内人口大量死亡

的报告，但我们却不能说芜湖地委与安徽省委是不知情的。上引芜湖地委耿书记对于浮肿病

的曲解，可以证明他是知情的。另外，我们有证据证明，无为县的干部们向省委主要领导汇

报过县境内发生的一切。1959 年 7 月张凯帆的无为调查，省卫生厅派出医生下乡，就是省

委挽救人口大量死亡的重要步骤。对于 1959 年年底及 1960 年年初的死亡，地委与省委不可

能不知情。于是，“知情的政治”便成为本文对于大饥荒时期县级政治特征的概括之一。 

姚奎甲与他的部分同事，面对县境内人口的大规模死亡，不但不有效地施于援手，反

而通过“反瞒产”抢夺农民的口粮——尽管名义上是抢夺一部分农民的口粮，去救济另一部

 
31
《关于对姚奎甲的错误问题调查报告及处分意见》，无为县档案馆：1‐1‐1‐1963‐322。在这份卷宗中，有许

多材料，包括姚奎甲自己的检讨，也显示出他有许多次看见过人口的死亡，甚至是大量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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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农民，由此而造成县境内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灾后，安徽省委以对姚奎甲的行政处分代

替了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在这种模式下，肇事者的过失被认定为“犯错误”而不是“犯罪”。

尽管是“犯错误”，但本文的分析却证明，在大饥荒发生的关键时刻，面对辖境内人口的大

量死亡，无为县委的许多成员，甚至包括姚奎甲本人，一度也表现出惊恐与害怕。由此揣测，

他们对于事件的性质，有着与事后上级处理案情时完全不同的看法。惊恐与害怕，来源于他

们内心深处的罪恶感。 

所以，不仅无为县委的领导们回避死亡，省委领导包括张凯帆在内也回避死亡。涉事

者通常以浮肿病例作为饥荒之指代，以少量的案例来回避大的死亡规模，以一个指头与九个

指头的关系来推卸责任或进行自我安慰。究其原因，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已经构成对于权力

合法性的严重挑战。涉事者的刻意回避以及事后上级以“犯错误”作为定性，则可以消解这

一挑战。于是，我们将“回避的政治”作为本文对于大饥荒时期县级政治特征的概括之二。 

在 1958 年 11 月 28 日无为县委关于粮食产量会议上，我们目睹了县委委员通过协商方

式确定 1958 年全县粮食产量的过程。这一案例，可以看作无为县委党内民主的典范，尽管

协商所得数据是假的，且较真实产量多出一倍。再以后，我们没有见过县委会议通过民主程

序形成过任何决议或意见。如果将投票决策作为党内民主的必需形式，那么，既便在 1958

年 11 月 28 日这个充满民主精神的粮食产量协商会议上，也没有进行投票表决。严格地说，

无为县委内根本就不存在程序化的党内民主。 

在 1958-1960 年，无为县委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贯彻”或“落实”上级指示。中共无

为县委的上级是中共芜湖地委与中共安徽省委，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下级服从上级的

规定，无为县委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与“落实”芜湖地委与安徽省委的指示精神。下级

政权成为上级政权之派出机构。这就是当时中国县级政权所处之政治生态。于是，“服从的

政治”便成为本文对于大饥荒时期县级政治特征的概括之三。 

总之，1958-1960 年无为县级政治所具有的知情-回避-服从的特征，可以作为同一时

期经历过大饥荒的县级政治的一般性解释。各地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或许隐含其中。     


